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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流变

王铭玉　陈勇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提要　俄罗斯人文学科能获得世界普遍承认并赢得广泛赞誉的领域为数不多 , 符号学是其中最为

突出的一个。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语文学传统 , 并以对本民族的思想传统 、精神内

涵和人文特质的发掘与继承作为一个重点 , 以历史 、宗教 、文学 、戏剧 、建筑 、 绘画等具体符号域

的研究为依托 , 其主要贡献在于文化符号学。自皮尔斯(C.S.Peirce)和索绪尔相继提出符号学的

概念之后 , 俄罗斯符号学理论经历了 19 世纪后半叶的理论准备期 、 20 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的发

展期 、革命后至 20 世纪中期的成形期 、由雅各布森(Р.О.Якобсон)和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所代

表的现当代过渡期 、以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школа)特别是洛特曼(Ю.М.

Лотман)的系统研究为代表的成熟期以及后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时期等几个主要阶段。

关键词　俄罗斯符号学　文化符号学　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　洛特曼

作为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三大宗主国之一 ,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世界符号学

发展的哲学 、语言学和文学传统 , 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 , 另一方面充

满了对俄罗斯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及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和思考 。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

来 , 使得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 文化符号学因此而成为俄罗斯符

号学研究的特色 。总体说来 ,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呈现出以下 6个主要分期 。

1.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①

19世纪后半期在俄罗斯符号学研究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学者主要有三位:韦谢洛夫斯

基(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克鲁舍夫斯基(Н.В.Крушевский)、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 他

们分别以其在文学 、语言学和语文学领域的成就为符号学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 。

韦谢洛夫斯基是 19世纪历史比较文学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他在分析贵族的行为模式时 ,

率先运用将行为举止符号化的分析方法 , 这直接启发并指导了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对人

生履历和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对十二月党人的研究。韦谢洛夫斯基还对动机(мотив)和情

节(сюжет)两个概念做了区分 , 将动机视作最小的叙事单位 , 而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动机

(положения-мотивы)往来穿梭于其中的主题(тема)”(Почепцов1998:13)视作情节 , “情节语

法”(грамматикасюжета)随之成为现代符号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分支 , 并在什科洛夫斯基(В.

Б.Шкловский)、 什佩特(Г.Шпет)、 普洛普(В.Я.Пропп)和托马舍夫斯基(Б.В.

Томашевский)等学者那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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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论文 1 、 2 、 3小节中的部分论述主要参考了波切普佐夫(Г.Г.Почепцов)《 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семиотикидоипосле

1917 года》(М., 1998)一书中的观点。



俄国和波兰著名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由于其对语言学研究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列入俄

罗斯符号学研究先驱者的名单 。克鲁舍夫斯基第一次从音位与决定语言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

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将音位② 概念重新定义并引入语言研究 。他同老师库尔特内(И.А.

БодуэндеКуртенэ)一起建立了音位理论和形态交替理论 , 做出了语音和音位的区分 , 并认

识到这种区分对分析语言历史发展的意义 , 这些成为喀山学派对世界语言学学科最有分量的

贡献 。同时 , 这也为 20世纪上半叶盛行于世界语言学界 、文学理论界 、文化人类学界的结构

主义方法奠定了基础 。在关于语言一般理论的书稿中 , 克鲁舍夫斯基用符号系统科学的术语

描述了支配语言演变过程的一般符号学规律:“如果语言不是别的 , 而只是符号系统的话 , 那

么 , 语言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这样的 , 即符号的系统和其所指事物之间应该存在完全的对应关

系……语言的整个发展就是对这个理想目标的永恒追求”(Почепцов1998:14)。

19世纪后半期伟大的语文学家波铁布尼亚以其博大精深的语文学观点在俄罗斯符号学

史前思想家名册中占有重要位置 。他对词的内部形式 、人类交际 、诗学思维 、神话思维 、诗

学文本(包括寓言 、谚语 、俗话等)、词汇和思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词

对于说话者来说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客观化的一种手段。”“说话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思想传达

给别人 , 而是激发起对方自己的思想。”“艺术是艺术家的语言 , 就像借助词没法向别人表达

自己的思想一样 , 在艺术作品中也没法表达艺术家自己的思想;因此 , 艺术作品(当它完成之

后)内容的发展已经不在于艺术家 , 而在于理解者自身了”(Почепцов1998:18-9)。事实上 ,

波铁布尼亚的学术思想已经表现出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对话论的萌芽 , 他对交际中接收一

方的重视 、对文本的研究 、对将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语文学传统的完美继承 ,

这一切对于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19世纪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虽然只是不成形的零星研究 , 但却提出了决定未来符号学

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借鉴和改进语言学方法 , 关注作为符号学基本研究对象的文学文本 。

2.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

20世纪初 , 作为自然主义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的对立面 , 象征主义影响下的俄罗斯新戏

剧吸引了众多的创作者。戏剧多种符号语言并存 、交际性突出等特点使得它成为当时俄罗斯

符号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舞台。在这方面 , 梅耶尔霍尔德(В.Э.Мейерхольд)可以作为

一个代表。他的主要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将戏剧与词分离 , 同时将作者与戏剧分离 ,

认为戏剧中的言语符号只具有第二性的意义;他认为导演重建戏剧时应从哑剧着手 , 因为哑

剧中的第一性戏剧成分(如面具 、手势 、动作 、情节)的效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关注听和

看两个不同渠道之间的符号关系;认为节奏是戏剧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以剧作者为

起点和以观众为起点这样两种不同的导演创作方法。

文学理论家曼杰尔什塔姆(О.Э.Мандельштам)认为词和形象之间并无任何差别 , 象征

就是打上印迹的形象 , 而俄罗斯的象征主义者在揭示词的形象本质时 , 给所有的词和形象都

打上了印迹 , 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曼杰尔什塔姆认为文学与语文学的区别在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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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音位被索绪尔理解为印欧语言语音交替内部的结构成分。



前者属于社会现象 , 与课堂 、街道相联系;而后者属于家庭 、办公室现象 , 独特的语文学上的

言语色彩构成了家庭生活的背景。按照他的观点 , 文学家罗扎诺夫(В.В.Розанов)把本质上

的家庭文本上升到文学交际的水平 , 正好打破了文学与语文学之间的这种固有的界限 。

语言学方面 , 作为彼得堡诗语研究协会乃至后来形式主义学派中少数真正的语言学家 ,

波利万诺夫(Е.Д.Поливанов)和雅库宾斯基(Л.П.Якубинский)从语言学的角度为诗歌语言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波利万诺夫对日常语言与诗歌中的语言进行了比较 , 认为日常语言中词

的意义方面比声音方面重要得多 , 而诗歌语言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 声音被提高到了显著的

位置 , 诗歌中声音唤起的情感与诗歌内容唤起的情感是相互依存的。同时 , 波利万诺夫还特

别重视手势语 , 他对手势语做出的分类与皮尔斯(C.S.Peirce)的符号三分法非常相似 , 而且 ,

考虑到不同文化中手势语的不同 , 他甚至谈到编写手势语词典的可能性。(Почепцов1998:

111-4)。而雅库宾斯基则是凭借他《关于对话性言语》一文进入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文中提

到了众多与巴赫金相类似的关于对话性的观点。不同的是 , 巴赫金将这些认识成功地拓展 、

应用到文学和文化领域 , 而雅库宾斯基则坚守着语言学阵地。

由此可见 , 早在十月革命前 , 俄罗斯学者在戏剧 、文学 、语言学等各个领域都进行着新

式语言的发掘与构建 , 这种繁荣的学术环境为符号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3.十月革命后至 20世纪中期的苏联符号学研究

革命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变更给俄罗斯知识界以极大的冲击 , 俄罗斯思想界出现了

一些变化 , 政治因素的掺入使得学术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尽管如此 , 苏联的符号学研究领域

仍然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学者 ,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逆境中完成其符号学探索的 。这个时期

到 20世纪中期是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成形时期 ,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历史主义和解释学研究

以比齐利(П.Бицилли)、卡尔萨温(Л.Карсавин)和维·伊·伊万诺夫(Вяч.Ив.Иванов)

为代表的持历史主义态度的历史学家对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主要表现在:根据

保存下来的零散的符号重构整个符号系统;看到了中世纪符号存在的普遍性 , 并以中世纪文

化为个例探讨文化符号机制的特点 , 针对象征和象征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其中对中世

纪符号普遍性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

什佩特是解释学(герменевтика)的代表 , 他同雅各布森(Р.О.Якобсон)、维诺库尔 、亚尔

霍(Б.Ярхо)一起参加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 , 他是俄罗斯学术界最先直接使用术语семиотика

的学者之一。什佩特对解释学和符号学研究的基本贡献在于:明确地划出了作为解释学基础

的交际方面;从符号学角度对词进行细致的分析 , 但并不把符号学等同于词汇符号学;提出

应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待人;分析了词由多义向单义转化的过程;强调语境对于符号理解的重

要意义;认为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与形式主义学者为追求所谓严格的科学性而只注重交际

链中的单个成分的做法不同 , 他将词 、语境和个体均纳入交际链 。在文学理论方面 , 他认为:

词本身不是美学对象 , 其美学特质存在于结构之中;诗学不是美学 , 跟美学也不存在上下位

关系 , 诗学同句法学和逻辑学一样 , 很少解决美学问题 , 诗学应该是关于词(语言)的感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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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形式的学说 。什佩特是俄罗斯符号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关于表述

(сообщение)③的观点在雅各布森的《语言学和诗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ипоэтика)一书中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 , 以致于后者称他为老师。他提出的语言是艺术等符号领域的方法论样板的观

点直接影响了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школа)的方法论 , 也得到了雅各

布森的高度评价④。他分析情节问题时提到 , 情节之所以能让人感兴趣 , 是因为其中存在两

种成分———重复成分和区别成分 , 而韦谢洛夫斯基和普洛普正是从关注这种重复和变化而开

始自己的研究的 。

3.2 文化学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 , 十月革命后二战前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形成了

统一流派 、具有统一的方法论基础 、占据主流地位的形式主义方向 , 另一个是没有形成统一

流派的多样性研究。后者的代表人物弗洛连斯基(П.Флоренский)因为其充满宗教色彩的独

特的符号学观点在学术界影响颇深 。他留下的符号学遗产主要涉及 5个方面:关于符号的学

说 、语言学和交际学中的词 、魔幻理解中的词 、空间和时间符号学 、可视符号学等(Почепцов

1998:195)。他对符号的基本定义是:符号是一种不是它自身 、高于它而本质上又是借助它

加以表达的东西 。同时 , 他强调符号没有明确的边界 , 想列举出它的所有方面是无法做到

的。他认为词在最高程度上符合这种符号定义 , 受其科学观念的影响。弗洛连斯基试图实现

词和符号从其主观平面向客观平面的转移 , 从符号性向物质性的转变 , 从而赋予了词强大的

交际能力 , 他甚至认为词就是说话者 。

3.3 戏剧理论

在符号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 , 戏剧都因为其作为一种表演性的符号语言所具有

的直观性和多符号语言并存的特点 , 而对符号学的发展起着本质性的推动作用 。在十月革命

后的苏联符号学界也一样 ,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库格尔(А.Кугель)。库格尔在分析戏剧和宗

教仪式时 , 认为任何宗教仪式都包含非常重要的戏剧成分 , 戏剧中信仰的痕迹越少 , 戏剧则

越是偏离自身理应扮演的角色。在作者 、导演 、观众和演员中 , 库格尔认为:演员的作用高

于一切 , 这与梅耶尔霍尔德的观点相去甚远;演员作为作品和观众间的中介和桥梁 , 其表演

应该具有让人激动 、让人振奋或让人绝望的感染力。从这个意义上说 , 演员可以等同于一种

交际渠道 , 其符号特性就表现为演员的行为过程 。

3.4 形式主义文学理论

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对俄罗斯符号学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俄罗斯形式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代表是彼得堡诗语研究协会

的埃亨巴乌姆(Б.М.Эйхенбаум)、什克洛夫斯基和特尼亚诺夫(Ю.Н.Тынян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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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雅各布森 1929年在给什佩特的信中写道:“读完您在《民族心理学导论》前言部分所提到的建设性的理论前提 , 我

更进一步明白 , 对语言系统的分析完全可以脱离心理学。”(同上 , 186)

他认为:“表述是社会交际的根本性的事实和条件;对它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的基础。`表述' 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

对应关系 , 对它的研究需要这样一些对应的术语:说者—听者;作者—读者;权威—认同;来源—继承等。”(Почепцов

1998:180)



形式主义学派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定了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 , 揭示了文学文本的一

些结构手段 。其中对 20世纪文学符号学影响最深的是其“偏离观” , 即将被描述的对象脱离

开大家所熟知的意义系列 , 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形式主义研究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

上 , 重视形式 , 轻视内容 , 强调文学作品本身及其构成方式。这种过分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而

忽略内容层面的观点使形式主义一方面同传统的人文思想脱节 , 另一方面也同信奉形式和内

容不可分割的时代主流及意识形态化倾向格格不入 。受人文学科科学化思潮的影响 , 在文学的

学科定位上 , 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独立于其他学科或理论之外 。以此思想为

指导 , 形式主义者开始关注文学文本形式方面所体现出的结构性 、系统性 、客观性等特征。

形式主义学派对于符号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普洛普对魔幻童话故事叙述模式的研究 ,

该研究集中体现在 1928年出版的《童话形态学》一书中 。普洛普的理想在于为俄国魔幻童话

故事找出深层结构和转换规则 , 其做法是将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魔幻童话故事的

分析中 , 试图以此揭示出魔幻童话故事的结构和类型 , 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莫斯科-塔图

符号学派和巴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在大量占有俄罗斯魔幻童话素材的

基础上 , 首先找到了“功能”(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的人物的行为)作为其分析

的基准 , 并列出了 31种功能类型(俞建章 、叶舒宪 1988:183)。同时 , 普洛普认为这些功能

分布于 7个“行动范围”内 , 同 7种行动元(反面角色 、捐献者 、助手 、被追求者 、派遣者 、英

雄 、假英雄)相对应 。

4.现当代过渡时期

在俄罗斯符号学史上 , 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研究具有过渡性质。从时间上看 , 他们两人

正好处于俄罗斯符号学从成形到成熟 、从现代进入当代的过渡时期 , 同时分别是莫斯科语言

学传统和圣彼得堡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 。一方面 , 他们接受的是传统教育 , 如雅各布森与

莫斯科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存在着直接的亲缘关系 , 巴赫金则深受 20世纪初俄罗斯形式主

义文学理论的影响 , 在他的理论中能明显感受到形式主义思想的存在;另一方面 , 他们又对

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的产生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 如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偏爱二分法 ,

是由于直接受了雅各布森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 巴赫金关于法国诗人拉伯雷的文集直接导致

了莫斯科-塔图学派向文学符号学的转向。

4.1 雅各布森的研究

雅各布森无论是在俄罗斯符号学的形成过程中 , 还是在形成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 都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2年 , 雅各布森就开始强调建立关于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的重要性 , 并

经常谈到广泛开展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 ,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符号学 20世纪 60年代先是

在苏联 , 然后在美国 , 稍后又在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 。雅各布

森参加了 1965年华沙国际符号学研讨会和 1966年莫斯科-塔图学派的符号学夏季研修班 ,

表现出了对一般符号学问题和个别问题的浓厚兴趣。伊万诺夫(Вяч.Вс.Иванов)指出:“符

号学由对各种符号仅凭印象的研究慢慢变成一门严肃科学 , 这个转变正是由雅各布森开始

的”(Иванов1985:26)。雅各布森首先是从交际的角度认识符号学的 , 他通过考察符号学 、

语言学和一般交际科学的关系来给符号学定位。他认为三者构成一组同心圆 , 符号学研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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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借助表述进行的交际 , 位居中间;语言学研究借助言语表述进行的交际 , 在最里层;而一

般交际科学研究任何形式的交际 , 包括社会人类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 , 位于最外层 。

在思考皮尔斯的符号学观念时 , 雅各布森试图解决当代符号学最为现实的一些问题 , 这

些思索体现在《寻找语言的本质》一文中 。雅各布森对皮尔斯根据能指与所指的不同关系类型

将符号分成索引符 、象似符和象征符的符号三分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扩展 。从“相似性/

相关性” 、“事实的/约定的”这两组二项对立的不同组合中 , 雅各布森看到 , 除了皮尔斯所说

的三类符号 , 即事实相关符号(索引符)、约定性相关符号(象征符)和事实相似符号(象似符)

外 , 还应存在第四种组合 , 即约定性相似符号 。他认为 , 这第四种组合对于音乐来讲是非常

典型的。

对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 , 雅各布森主要接受了其关于语言具有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两

个结构范畴的观点 , 并结合传统修辞学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具有重大普通语言学和符号学价值

的概念:极性概念和等值概念。极性概念是指语言具有两个向度 , 即语言的平面极和垂直

极 , 分别由换喻和隐喻来体现;而等值则指这两种修辞格所推出的实体相对于原实体而言具

有同等的地位。此外 , 雅各布森还将换喻(与组合相对应)和隐喻(与聚合相对应)这两个概念

扩展到其他符号域 , 认为诗歌和浪漫主义文学凸现的是隐喻模式 , 而散文和现实主义文学凸

现的则是换喻模式。他在对比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说的基础上 , 认为象似性在语言结构

的不同层级中都发挥着尽管是从属的 , 但却是重要而广泛的作用 , 从而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

任意观提出了质疑 , 进而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语言象似性问题的研究上 。他认为索绪尔共

时和历时的划分也不合逻辑 , 因为任何结构系统都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 , 而历时变化又

不可避免地体现在结构系统中 , 所以共时和历时是不可分割的 。

在归纳由洛克(J.Locke)、皮尔斯 、胡塞尔(E.Husserl)等思想家所形成的符号-逻辑传

统时 , 雅各布森强调了符号学中语言学方向的独立地位。雅各布森认为 , 无论从列维-斯特

劳斯(C.Lévi-Strauss)对社会交际所作的三个层次划分⑤ 来说 , 还是从儿童的发育过程⑥ 来

看 , 语言在各种符号体系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他对符号学的贡献也正体现在其语言符号

学理论上 。雅各布森依靠交际行为的一般模式 , 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通讯理论 , 认为任何一个

语言行为的成立决定于以下 6个因素:所指(референт)、代码(код)、说话者(адресант)、受话

者(адресат)、接触(контакт)和表述 , 它们分别对应语言的6种功能:所指功能 、元语言功能 、

情感功能 、意动功能 、联络功能和诗学功能。雅各布森明确提出 , 应该将这个模式扩展到其

他符号系统中。他认为 , 对那些主要指向表述本身 , 即完成诗学功能的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

对各种艺术形式 , 如文学 、音乐 、绘画 、芭蕾舞剧 、戏剧 、电影等进行平行分析是符号学最有

前景的任务。

4.2 巴赫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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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对儿童成长过程的研究表明:学会说话的小孩其手势的交际象征意义与不会说话的小孩反射式的身体动作是大相

径庭的。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交际的实现分以下三个层次:表述的交换(обменсообщениями)、“方便条件”的交换

(обменудобствами)、女人的交换(обменженщинами)。



巴赫金是一位有着文学理论家 、美学家 、符号学家 、语言学家等多种头衔的学者 , 是一

位埋没多年后被重新发现的 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 。他 1965 年发表的写于

40年代的有关法国诗人拉伯雷的研究文集 , 有力地影响了塔图学派的学术方向 , 使后者从早

期控制论和科学符号学方向转向文化符号学方向(李幼蒸 1999:616), 因此而被莫斯科-塔

图符号学派视为鼻祖 。概括地说 , 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哲学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

两个方面 , 分别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两本书中。

对于符号 , 巴赫金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定义 , 而是十分强调符号的物质性 、历史性 、社

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他认为记号系统并非只是个别意识现象或个人心理的内在现象 , 而且也

是社会性的 、客观的 、在个人意识之外被给予的(李幼蒸 1999:618)。对于符号与意识形态

的关系 , 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范围与记号的范围是一致的 , “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

态”(胡壮麟 2001:4)。由此 , 他认为作品(作为特定的符号)的内容是一种意识形态表现 , 文

学与哲学 、科学 、宗教 、艺术 、法律一起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大厦 。

巴赫金在文学符号学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在于他的对话理论。他是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复调式小说的分析 、对叙事文本的对话性结构分析踏入文学符号学的殿堂的 。他认为:

“小说 ———是社会各种话语 , 有时是各种语言的艺术组合 , 是个性化的多声部。”(转引自董小

英 1994:23)小说中的对话语言是文学的“最强形式” , 排除了统一的 、绝对主义的独白通讯

形式 , 即排除了个人意识形态的统一性 , 而代之以“民族的和社会的语言多重性”(李幼蒸

1999:631)。其对话理论的基础是他人与他人话语在个体话语中的广泛存在 , 由此出发 , 他

认为 , 话语具有双重指向性:一方面指向言语的内容本身 , 另一方面还指向他人话语 。除了

看到生活中人类思想本身存在的对话关系以外 , 巴赫金在说者和听者范畴中拟出了这样几组

对话性关系:人物与人物 、人物与自我 、作者与人物 、作者与读者 、人物与读者 。他重点分析

了作者与人物(即主人公)的对话关系 , 并概括为 3种类型:主人公掌握作者 、作者掌握主人

公 、主人公即作者 。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巴赫金走出作者-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和对陀氏作品

的个例分析 , 进入一般叙事学范畴时才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按照巴赫金的观点 , 作者应

该充分重视读者的统觉背景和积极理解 。

5.20世纪中后期莫斯科 —塔图符号学派及洛特曼的研究

5.1 学派的总体研究

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是两个学术方向或称两种语文学传统———莫斯科的语言学方向和

彼得堡的文学方向———的合流 , 是两种学术传统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的产物 。20

世纪 20 — 60年代的俄罗斯语言学 、文学 、戏剧理论 、艺术理论 、信息论 、控制论等科学的成

果均成为学派进行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学派 20世纪 60年代主要以文学文本作为最

主要的研究对象 , 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探索文本符号的结构规律 、文学交际参与者的

关系 、意义阐释等问题;70—80年代把结构主义方法扩展到其他符号领域 , 如图像 、电影 、

绘画直至文化整体(李肃 2002:40);而到了 90年代 , 学派仍主要从结构主义的角度 , 围绕文

化符号活动的类型和普通文化类型学等问题展开研究 , 但 1993年洛特曼逝世以后学派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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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开始趋于萎缩。总体而言 , 学派的研究分成两大研究方向:一为以伊万诺夫和托波罗

夫(В.Н.Топоров)为代表的“原型学”研究 , 即定位于语言学 、文学和诗学篇章的符号学注释

方面的研究;二为以洛特曼和乌斯片斯基(Б.А.Успенский)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 , 该研究

以文化篇章(тексткультуры)为操作单位来分析不同文化的模式及其特点(杜桂枝 2002:5)。

学派对法国 、意大利 、美国 、德国 、英国及东欧广大国家的符号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学

派自身也成为这些国家符号学家研究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 , 与西方文化符号学不同的是 ,

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对文化的探讨基本上针对的都是俄罗斯文化 , 很少涉及他国文化。

5.2 洛特曼的主要研究

作为学派的领军人物 , 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以其对俄罗斯文学 、文化 、历史的独特观察

而享誉世界。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其语言符号学思想及文学文本理论 。

洛特曼同意什克洛夫斯基有关有声言语万能性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在符号系统中占据中

心地位的观点 , 同时也受巴赫金“整个文化不是别的 , 而只是一种语言现象”的思想的影响 ,

在确定语言系统为“第一模式系统”(Перваямоделирующаясистема), 而除语言以外的其他文

化符号系统为第二模式系统(Втораямоделирующаясистема)的基础上指出:第二模式系统是

在具有直接所指意义的自然语言基础上加以组织的 , 它能转译成自然语言的内容 , 但同时又

具有自然语言结构以外的附加结构;第一模式系统起着解释第二模式系统的作用;符号学的

整个构成均以语言学为原型。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 洛特曼及莫斯科-塔图学派对文化

类型的划分表现出明显的语言学主义 , 如洛特曼将文化文本分为两个内部组织类型:聚合类

型和组合类型。在洛特曼看来 , 文学虽然是用文字表达的 , 但它也属于第二模式系统 , 因为

“文学在一种特殊语言中表达 , 它是作为第二系统在天然语言之上被建立的(李幼蒸 1999:

601)。洛特曼的第二模式系统研究正是从文学文本入手 , 然后转向其他艺术领域的 , 如电

影 、绘画 、建筑等 。

洛特曼在区分民间口头文学与非民间口头文学时 , 看到了文化系统内的两种交际模式:

外向(извне)交际和内向(изнутри)交际 。前者通过大量的文本获得信息 , 如现代人的信息获

取方式;而后者 , 如仪式交际中 , 人们可能终生只读一个文本(《圣经》), 靠内省的方式不断

获得新的信息。正是看到了内向交际中读者的主动性 , 洛特曼提出了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

似的观点 , 认为作品的理解是一种多样性的动态过程 , 作品的接受者不仅仅是听者 , 还是创

造者 , 这正是宗教典籍仍然具有很强的信息性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 洛特曼进一步区分了

Я—ОН和 Я—Я两种交际过程。探讨文学文本的意义结构时 , 洛特曼认为 , 一个文学文本包

含着两个意义系统 , 即非艺术性的(自然语言的)意义系统和艺术性的(超自然语言的)意义系

统。这两套意义系统相互作用 , 互相视为对方对法则的合法偏离。解读文学文本的全部意义

不仅取决于创作者 , 还取决于读者的统觉知识和预期结构 。他认为作品 、现实和解释活动的

关系问题是语义学三要素在文学文本层次上的反映。需要指出的是 , 洛特曼对文学文本的重

视程度超乎其对其他符号领域的关注 , 他将文学代码的特性当作万能的机制 , 这是因为文学

文本的思想结构就其本质而言 , 是这一时期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反映 , 它包括了行为 、意识 、

文学创作 、日常生活 、道德等的结构(李肃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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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 , 洛特曼涉足的领域非常广泛 , 作为俄罗斯符号学界标志性 、总结性的人物 , 他

将社会 、历史 、文化 、思想 、精神 、艺术等方面的现象和内容均纳入其考察的范围 , 做了一些

深入的 、别具一格的研究 , 给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

6.后洛特曼时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

苏联 1991年的解体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莫斯科 、彼得堡及其他俄罗斯城市的符号学家同

塔图的学术交流和联系 , 学派公认的领军人物和卓越的组织者洛特曼 1993年的逝去使莫斯

科-塔图符号学派的学术研究失去了往日的宏大规模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 。莫斯科-塔图符

号学派的标志性学术出版物《符号系统论著》也于 1992年出版到第 25卷后中断 , 学派作为一

个学术性组织实际上已经解体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也随之沉寂下来 , 回顾 、总结和反思成了

主流。总体说来 ,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至今 ,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表现为学者们从各自的

学术背景和观察视角出发总结和研究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本身 , 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以下几

个特点:

(1)研究成果具有回忆录的性质。如《新文学观察》1993年第 3期收录了尼科拉耶娃(Т.

М.Николаева)的“文化英雄的悲剧” 、托波罗夫的“代替回忆” 、皮亚季戈尔斯基(А.М.

Пятигорский)的“90年代对于 60年代符号学的印象” 、加斯帕罗夫(М.Л.Гаспаров)的“角落

里的视线” 、列斯基斯(Г.А.Лесскис)的“关于夏季研讨班和符号学” 、谢列布里亚内(С.Д.

Серебряный)的“1966-1967的`塔图研讨班' ”等文章 , 主要是对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学者

(尤其是洛特曼)20世纪六 、七十年代一些学术活动的背景 、学术观点的来源和变化进行了概

述和点评 。

(2)将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本身视作一种符号学现象 , 对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形成过

程进行剖析。如乌斯片斯基的“关于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起源问题”(1987)认为学派是莫

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城市不同学术传统的结合 , 而这两种传统源于俄罗斯文化的“两极性”

(двуцентровость)、“双中心性”(биполярность)⑦, 进而对学派的具体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 。

而加斯帕罗夫(Б.М.Гаспаров)更是直接以“作为符号学现象的 20世纪 60 年代的塔图学派”

为题著文 , 试图揭示“符号学研究在何种程度和何种意义上能作为表达时代精神的文化`文

本' ”(Гаспаров1998:58)。文中 , 作者甚至都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 而将学派作为一个整

体现象进行考察 , 认为学派的特点在于封闭主义 、秘密主义 、西欧主义以及乌托邦倾向 , 学

派是相对于苏联意识形态的一种内部的文化流放。这些观点引起一大批学者著文进行补充 、

质疑 、批驳等各种回应 。

(3)回顾和总结学派符号学大家的研究成果 , 并将之结成文集出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由科舍列夫(А.Д.Кошелев)主持的系列丛书《语言·符号学·文化》的出版项目 , 该项目先后

出版了乌斯片斯基的两卷本文集(1994 , 1995)和《艺术符号学》(1995), 托波罗夫的《俄罗斯

精神文化中的圣洁性和圣徒》(1994), 包括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讲义 、 1992-1993年的精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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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俄罗斯文化的双中心性(或称两极性)是指俄罗斯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文化中心 、两种文化传统 , 它们之间互相

排斥 、互相抵触。这在俄罗斯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起初是基辅和诺夫戈罗德的对立 , 而后依次演变为弗拉基米尔同诺

夫戈罗德 、莫斯科同诺夫戈罗德 、基辅同莫斯科的对立 , 最后则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文化中心的对立和共存。



文 、最新的讲演和访谈以及学派代表人物对学派的自我反思性文章在内的《尤·米·洛特曼和

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1994), 洛特曼的《在思维的世界里》(1999), 伊万诺夫的两卷本文

集(1999)等多部著作 。

7.结语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虽然缺少足够清晰的发展线索 , 但大致呈现出以上所列举的几个分

期。各个历史时期的符号学研究在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关系 , 符号与文化的关系 , 符号与

符号使用者的关系 , 符号的社会性 、心理性 、历史性等问题上表现出了研究上的连续性 。由

于符号学本身在学科定位 、研究对象 、研究目标 、研究任务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模糊性 ,

俄罗斯符号学似乎也无法精确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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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homskys innateness hypothesis in

language acquisi tion is mainly derived f rom Peirces general know ledge acquisition , and that

Chomsky borrowed tw o important ideas f rom Peirce to develop his innateness:guessing inst inct

and abduction.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Pei rces know ledg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shows how

Chomsky feels closest to him in epistemology .In the end , based on Andersen(1973), this paper

illust rates the role of the later Peircean abduction in Chomskys theo 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ries to integ rate the logic of abduction into Chomskylanguage acquisition model.The conclusion

is that a child acquires his mother language by abducing a hypothetical grammar based on his

interaction w ith experience followed by deducing new linguistic data f rom such hypothetical

g rammar and inducing them in real context.

Liang , Dandan , Neurol inguistics in China: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uro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a started in the later 1950s , and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sin

then in aphasia and Chinese character and w ord recognition.S trictly speaking , these early studies

fall short of neurolinguistics in it s t rue sense.Not until the mid 1990s did serious neurolinguist ic

studies emerg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its data.The relevant findings are mainly in the tw o

areas:studies of Chinese mental lexicon , and neurolinguistic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syntactic theories.In the years to come ,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s needed befo re some

robust achievement can be expected.

Liang , Jie and An , Le ,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aphasia

The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Chinese aphasia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early f inding s are represented in Packards (1993)Linguistic Invest igation of Aphasic

Chinese Speech .The latest research is seen in Chen and Bates(1998)“The dissociat ion between

nouns and verbs in Brocas and Wernickess aphasics:Evidence f rom Chinese” , and Lu , et al.,

(2001)“Judgment of g rammaticality in aphasia” .

Wang , Mingyu and Chen , Yong ,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emiotic studies in Russia

Semiotics is one of the few humanitarian disciplines in which Russia won worldwide recognition.Semiotic

studies in Russia have always been based on its own philological tradition , and have concentrated on its

national mentality and humanitarian thinking.Such studies have been closely linked to the studies on

history , religion , literature , drama , architecture and painting , and its contributions are mostly in cultural

semiotics.Since the concept of semiotics was first put forw ard by C.Peirce and F.de Saussure , semiotic

studies in Russia have undergone several major phases , such as g round preparation in the late

19 century , steady development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 maturity after the Revolution until mid

20th century , t ransition in R.Jakobson and M.Bakhtins studies , and systematic studies by scholars of

Moscow-Tartu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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